
关于“再写中国伦理学”的小引

———“再写中国伦理学”专栏主持人导语

万俊人

（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中国伦理学会会长）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起首专栏一直是极富学术特色和学术声誉的，实非平常

主题及一般论文所能荣登。２０１９新年首期之“再写中国伦理学”专栏更是犹如天边春雷滚动，仿佛预示

着某个时刻的来临，抑或，是某一事件即将发生。

２０余年前，时任《读书》主编汪晖嘱我找几位伦理学同道谈谈中国伦理学的思想状态和学术建构问

题，恰好其时我和何怀宏、赵汀阳二友刚刚做完辽宁人民出版社的一套名为“道德观点”的小丛书，三人

共话，一聚重吟，便借《读书》杂志发表了一组短文。我原本想以此为契机组建一个“北京大学伦理学铁

三角”之类的学术团队，展开现代中国伦理学之重建工作，不期诸事坎坷，最终未能如愿。一晃 ２０ 余年

过去了，２０１８年暮秋时节，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与学报编辑部联合组织了一次以“做中国伦理学：理论

与方法”为主题的高端论坛，论坛的发起者是伦理学前辈朱贻庭先生和哲学系付长珍教授，此次专栏的

三位文论贡献者李建华、邓安庆、杨泽波正是此次高端论坛的代表，而我则成为了两次学术活动的参与

者和见证人。这大概是我被指定为此次专栏主持人的唯一理由。

为何要再写中国伦理学？若离开现、当代中国社会文化语境，这一定是一个没有意义的假问题。

“再写”的意味究竟是重写，还是续写，抑或是补写？似乎也无定见。无论如何，对于一个诞生过孔子并

拥有过“道德文明古国”之荣耀的国度来说，这些说法都近乎废话，甚至荒唐。可是，如果人们不只是沉

浸在三千年道德文明古国的历史荣耀或文化回忆之中，而且还能自觉到近代百年中华文明的衰落和传

统道德文化所为之承担的责难与苦难，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７０ 年、尤其是“文革”时期道德伦理

文化及其学术研究的劫难和“后文革”４０ 年来伦理学的艰难命运，“再写中国伦理学”的问题便是一个

真实而沉重、紧迫而重大的学术问题，甚或足以堪称“中国现代性”中最紧要的思想文化问题之一！因

为，古代中国一直都在不断地续写中国伦理学；当五四运动喊出“打倒孔家店！”时，便只有中国道德批

判而少有中国伦理学，或者再也写不好中国伦理学；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只关心政治却

忘了道德伦理，等到 １９６０年代吴晗先生等先贤前辈想续接道德伦理的讨论，言始出，便被禁；直到 １９８０

年代前后，人们才开始重谈并重写中国伦理学，却又因前苏联教条化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而难以走出其笼

罩阴影。这就是时至今日我们还在吁求“再写中国伦理学”并将之提升到“做中国伦理学”的学理层面

上来的根本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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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栏的三位论者各取一面，对如何做中国伦理学或者如何再写中国伦理学做出了自己独特的

回应：李建华教授呼吁重返人学，以此为进抵中国伦理学建构之有效进路。其文通过提出并解答“人

是什么？”“人应该是什么？”“人能成为什么？”三大问题，来回应在当代语境中“如何做中国伦理学？”

的主题。其论理结构和形式让人联想到康德的“三大批判”及其内含的“三大问题”，而其实质性主

张则让人回想起上世纪 ８０、９０ 年代曾钊新先生关于“人性是道德的第二土壤”的著名命题。或可将

之看作是一种中国儒家本真性德性伦理的回归之努力？吾之臆测而已，不敢妄断矣。杨泽波教授以

对儒家生生伦理学中智性之双重功能的诠释学暨东方哲学式探究，重释儒家伦理学及其现代意义，

当可看作是氏君对于“如何做中国伦理学？”的一种典型而又深含“创造性转化”努力的传统儒家哲

学式解答。

相较而言，邓安庆教授的撰文最为直截了当，“何谓‘做中国伦理学？’”的提问直奔主题，虽然其

解答方式是海德格尔式的，但解答本身却又是非常中国的。初读印象似乎是，作者在坦率地警示我

们，如若我们不仅想“做”而且想“做好”中国伦理学，必当超越知识建构的“历史性”和“地域性”，

“迈向真正哲学性”的理论建构，通过不断地“拷问伦理的伦理性、道德的道德性”，进升到纯粹的哲学

思辨层面，从而完成使伦理学成为“第一哲学”的理论建构使命。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借助考察海

德格尔为何“不做伦理学”的内在哲学原因，洞见西方哲学因其纯粹哲思永远停滞于以“存在论”为伦理

学“奠基”，而不是或者不能以伦理学为“存在”和“存在论”“奠基”，因之最终无法使“伦理学成为第一

哲学”。与之相对，始终坚持以道德伦理为生存和存在“奠基”的中国哲学和中国伦理学却可能复可以

使“伦理学成为第一哲学”，若如是，不单因此可以解除所谓“中国哲学正当性（合法性）”的（黑格尔式）

疑问，而且也可能由此打开中国哲学和中国伦理学成功转入现代性语境的充满思想潜能与理论潜力的

未来前景。

借本专栏三位作者的雄文高论，我相信并期待，关于“如何做中国伦理学”的探究能够由此渐次敞

开，不断精进，俾使中国伦理学和中国道德文化不独摆脱犹豫、诘难、抗争和坎坷，而且得以摆脱单纯

“历史性的”自我叙述和狭隘“地域性的”自我独白，进入一种能够到达纯粹哲学之思并拥有普遍性和本

真性之“第一哲学”或“世界哲学”的“视阈”（ｈｏｒｉｚｏｎ）和“境界”（ａｍｂｉｔ）。事实上，那才是中国伦理学和

中国伦理学人向往并应该到达的理想“视境”，也才是中国现代伦理学的真实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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